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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意义

周 可

摘 要  阐释“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意义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第二个结

合”以文化灵魂说为基础，从生活视域、意义导向和精神维度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

义的“文化”概念；“第二个结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论，将马

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升为政党和民族的普遍自觉，有力推进了马克思主

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结合；以“第二个结合”为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

及其时代意义得到了全面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宝贵经验、精神力量和哲学智慧被分

别转化为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思想资源、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有力支柱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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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全面阐发了“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

一次的思想解放”［1］。这一重大论断及其蕴含的深刻意蕴，受到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现有研

究从不同角度考察了“第二个结合”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二者之间契合性的创新性认

识，着重阐扬了“第二个结合”凸显的文化主体性、历史自信自觉和文化自信自觉以及方法论意义。作为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命题，“第二个结合”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所取得的成果。因此，阐释“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意义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视域。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视角来看，“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意义突出表现为，丰富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概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结合，实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

的思想智慧及其时代意义的全面挖掘。

一、极大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概念

一般而言，“文化”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活动及其

全部产物，狭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精神创造活动及其产物，尤其是指思想学说和价值观念。为了讨论的方

便，我们这里所称的文化是指狭义的文化，即精神文化或思想文化。马克思恩格斯确立的新世界观，深

入考察了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揭示出文化的双重维度。这一理解深刻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习

近平立足新时代背景提出的“文化灵魂说”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概念，为“第二个结

合”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文化具有双重维度。第一，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马克思看来，

实践是人特有的生命活动。人通过实践改造无机世界、创造对象世界，从而生成了自由的、有意识的类

本质。作为人类生命活动的产物，无论是广义的文化还是狭义的文化，都与人的实践密不可分，都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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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

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2］（P54）。一方面，人的精神活动与物质活动特别是劳动一样，

都以自然界为对象，都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自然界既是自然科学、艺术等意识活动的对象，又

在精神文化活动中表现为人的作品和现实。而人的本质力量是指包括视觉、听觉、嗅觉、味觉、思维、直

观、情感、愿望和爱在内的人的活动和关系，其真正意义上的实现是指“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

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P81）。另一方面，相比于物质生产活动，人的精神活动更

能体现人类活动的自由性质。马克思用“自由的精神生产”［3］（P296）概念来形容区别于物质生产的艺术

和诗歌等精神产品的生产活动。恩格斯也认为：“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

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4］（P120）第二，文化是隶属

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形式。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艺术、哲学、宗

教、道德等精神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是以观念形态反映特定时代的经济社会状况的上层建筑，总是被其

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决定并与之相适应。从历史上看，“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

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一般说来，统治阶级总

是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5］（P552）。恩格斯还在《反杜林论》中揭示出平等观念的历史性

和阶级性，认为现代资产阶级的平等权利观念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关系在思想上的反映，而无产阶级

要实现的是实际的、社会的、经济的领域的平等，其实质是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

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非常重

视马克思主义“文化”概念的双重维度，尽管在不同时期对这两重维度的理解方式和重视程度有所不同。

总的来说，他们一方面从文化的意识形态维度出发，考察中国传统文化，探索新文化。五四运动期间，早

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就自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从物质生活及其变迁出发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命运。

李大钊认为，倡导儒家伦理道德的孔子学说之所以两千多年来一直支配中国人，就在于它是两千多年中

国农业经济组织的产物，是中国古代大家族制度的表层构造［6］（P144-145）。瞿秋白进一步指出，不同民

族文化的发达程度最终是由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决定的，古代中国的“贵族式的精神‘文明’，譬如禅悦或

者神悟，礼教或者仪式正是封建时代生产方法和技术内容的反映”［7］（P104）。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

文化问题的思考，也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观为基础。一方面，他主张“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

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8］（P694），所谓新文化“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

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8］（P695）。另一方面，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继承和改造，体现了对文化的独立地位和普遍价值的肯定。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从

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8］（P534）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明确

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

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8］（P707-708）无论总结还是继承传统文化的珍

贵遗产和思想精华，都承认传统文化作为历史的产物，产生于以往时代的社会经济条件，却具有超出特

定时代及其条件的独立地位和普遍价值。归根到底，文化的独立地位和普遍价值是由文化作为人类实

践活动的产物和人类的自由本性所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从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申毛泽东“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9］（P831），到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人日益重视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优秀成分，进一步凸显了文化的时代

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在重要场合的讲话中用“灵魂”譬喻文化。他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灵魂”［10］（P32），“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11］。灵魂观念广泛存在于世界各种文化

中，并且持续至今。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指出，远古时期人们对睡眠、做梦和生病等现象感到不解，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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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现象时形成了生命和灵魂的观念，后者被认为既存在于人体以及万物当中，赋予它们以生命，又可

以与它们相分离，在肉体死亡后还可以继续存在。泰勒征引世界范围内多个民族的宗教民俗材料，得出

结论：“事实上，原始的万物有灵观以众所周知的观点，如此令人满意地阐明了事实，以致它甚至在高级

文化阶段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地位。”［12］（P351）习近平以灵魂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来类比精神文化之

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无疑揭示出文化之于人类社会的普遍性和能动性。进一步而言，新时代马克思

主义的文化灵魂说，还从以下三个方面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对文化本质的认识。

一是从生产视域转向生活视域。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从人类的生产实践特别是物质生产活动出发，

考察包括文化在内的一切社会历史现象。因此，马克思强调必须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理解精神生产；在

谈到艺术和科学时，特别指出艺术家作为雇佣劳动者的社会角色以及文化产品所凝聚的社会劳动。用

马克思的话来说，作家作为生产劳动者，主要不是生产出观念，“只有在他作为某一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

的时候，他才是生产的”［3］（P149）；“一切艺术和科学的产品，书籍、绘画、雕塑等等，只要它们表现为物，

就都包括在这些物质产品中”［3］（P165）。这种生产视域中的文化本质论固然揭示了文化作为精神生产

活动必须服从特定生产方式的阶段性和局限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化的超越性和广泛性。实际

上，文化作为体现人类自由本质的创造性活动，其中的思想智慧往往超越了特定生产方式的限制，并且

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和方面。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语境中，灵魂被认为一方面摆脱肉体束

缚和时间限制而普遍存在，另一方面又赋予生命以动力和能量，起着支配性的影响作用。文化灵魂说正

是借用灵魂的这一特性，阐明文化是人们在包括物质生产在内的社会生活中所积累下来、产生持续影响

的思想遗产和精神支柱。基于这一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文化”就不是与经济、政治、社会等相并

列的范畴，而是指代广泛渗透于这些领域，且能象征和引领这些领域的本源力量。

二是凸显了文化的意义导向。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物质生产视域考察文化，还形成了文化本质问

题上的生成导向，即对人类文化现象的考察与思考，倾向于探讨文化生成的条件和过程。这种生成导向

力图揭示作为精神生产的文化本质上与其他物质生产活动是一致的，服从物质生产活动的规律。“宗教、

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

配。”［5］（P186）由此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入考察了意识和统治阶级思想的生成

过程；马克思还非常重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文化生成的具体机制，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所形成的剩余劳

动和剩余价值为社会的自由时间和全部文化奠定了物质基础，因而得出了“资本创造文化”［13］（P257）的

重要论断。尽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完全忽视文化自身的意义，但是，文化灵魂说的提出，进一步凸

显了文化作为人类独有的现象对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深远影响和积极意义。高扬文化的意义导

向正是习近平文化灵魂说的重要特征。他指出，对国家和民族而言，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对

城市而言，“文化是城市的灵魂”［14］。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

要标志。对政治生活而言，“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15］，政治文化对涵养风清气正、积极健康的政

治生态有着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文化自信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从

根本上说都源于对文化的积极意义的深刻认识。

三是阐扬了文化的精神维度。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是在与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学说展开激

烈论战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着重论述了文化现象背后的物质利益和阶级关

系。在批判施托尔希的所谓“文明论”时，马克思指出，不能将物质生产仅仅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

产，而是要根据其特殊的历史形式来理解物质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精神生产；进一步而言，“生产关系

的一定的历史结构”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3］（P296）决定了一定社会形态下的精神生产的性质。因

此，从社会关系结构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考察不同时期文化的内涵和性质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

论的基本思路。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一方面认为传统文化中的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主要受

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从精神维度出发大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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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积极意义。他以“灵魂”譬喻文化，正是以世界各民族普遍持有的“灵魂”

观念所蕴含的与肉体相对的主体能动性来标识文化的精神维度。在此意义上，习近平经常将文化与精

神并提，有时候又将精神比作灵魂。他说：“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

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16］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从历史中凝练出一以贯之且形态各异的精神信念，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

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17］（P40），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充分阐扬了文化的精神维度。

二、有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结合

在创立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强调传统文化的意识形态维度，而且揭示

出精神文化的自由本质，充分吸纳了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

充分借鉴和吸纳了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第二个结

合”倡导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结合，将这一结合从个体自觉提升为普遍自觉。

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一方面，包括共产主义革命在内的社会革命都要与那些依附于旧所有制关系

的传统文化相决裂。一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冲破现有生产关系的桎梏，变更经济基础的社会革命

势在必行，那么，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就会发生或慢或快的变革［18］（P591-592）。与旧的所有制关系紧密

关联的某些传统观念必然会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遭受冲击，甚至走向消亡。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也作为

思想形式而有其积极意义。马克思高度赞赏古希腊的艺术和史诗，认为古希腊时代的艺术和史诗虽然

产生于生产力落后的奴隶制时代，但是，它们代表着人类文化的儿童阶段，不仅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

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19］（P35）。恩格斯也认为，法律和宗教等意识形态作为

思想形式具有独立性和普遍性。公法和私法“各有自己的独立的历史发展，它们本身都可以系统地加以

说明，并需要通过彻底根除一切内部矛盾来作出这种说明”［20］（P308）。宗教因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产

生，通过与已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并对这些观念材料进行加工而实现自身的发展。“宗教一旦形成，总

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20］（P312）。恩格斯的分析表明，传统的法律、哲学、宗教发挥着表征人类思想形

式的作用，能够在时代更替中传承和发展，尽管传统文化的独立性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关系对意识形

态的决定作用。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优秀传统文化的

借鉴和吸收。除了德国古典哲学、近代唯物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之外，人们不难从马克思恩格斯的

著作中看到亚里士多德和伊壁鸠鲁等古希腊哲人、但丁和莎士比亚等人文主义学者、培根和洛克等理性

主义哲学家以及歌德和席勒等浪漫派作家的影响。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旧交替之际成长起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造

诣，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运用和发展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民族文化的烙印，因而呈现出马克思主

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不同形式。一方面，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理解和接受

马克思主义的桥梁和中介。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就形成了民彝史观，这一史观借用了中国古

代政治的范畴，把握了儒家思想传统的根本特质，并为他的革命改造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俄国十月革

命爆发后，他敏锐意识到这场革命的历史合理性，称之为“庶民的胜利”。所以，李大钊很快选择了俄国

革命道路，进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①。不仅如此，毛泽东在《矛盾论》等著作中对唯物辩证法

的丰富和发展也都受到了中国传统辩证法思想的影响，刘少奇对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的重视和思考同

样借鉴了古代儒家的修身观念。另一方面，优秀传统文化被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赋予了全新的理论内涵。

毛泽东重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实事求是”概念，把它从考据学意义上的治学方法和态度改造为马

① 关于李大钊从民彝史观向唯物史观的思想转变，李维武较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之路》［21］一文加以考察，并在《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探论》［22］中展开了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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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的哲学认识论范畴，并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刘少奇对共产党员修养问题的探讨，把

传统儒家思想中脱离社会实践、强调主观自我的“道德修养”概念，改造成在革命实践中学习和运用马克

思列宁主义、提升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特别是倡导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党的利益的伦理道德观念；

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社会”概念，虽然出自《诗·大雅·民劳》所称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但其内涵却是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奋斗目标，而非其本义所指的劳苦百姓对美好安定生活的向往。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与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在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不

约而同地借鉴和吸纳了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优秀传统文化

之间的结合。然而，“第二个结合”的提出绝非对以往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创造活动及其特征的简单总

结，而是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自信、机制和自觉等重要问题的认识。

首先，“第二个结合”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自信和深切认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推进，特别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中华民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实现

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变，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接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世

界格局和国际力量对比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新时代恰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世界经济

中心迁移和世界权力转移扩散的同时出现了东升西降的趋势。立足这个新时代的伟大成就塑造的历史

语境，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够以平等的眼光和开放的心态对待西方文化，以宽

阔的视野和包容的心态对待自身的传统文化。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

是文化虚无主义者。”［23］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和落后挨打让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丧失了对传统文化的

自信和认同，并且在与文化保守主义的论战中不断强化其激进立场。从某种意义上说，与传统文化彻底

决裂的立场折射出来的是部分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内心深处的文化自卑。如果说新中国的建立让近

代以来备受屈辱的中国人从此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站立起来，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自主，那么，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则让中国人逐渐消除了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自暴自弃，开始重建失

去已久的文化自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在重要讲话中对文化自信的强调，既顺应了时代的潮

流和人民的心声，也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自信和深切认同。他指出，

“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4］，“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10］（P32）。

其次，“第二个结合”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有机结合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承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之间存在显著差别，另一方面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和方法，批判总结传统文化，以发掘和继承其中

的优秀成分。即使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赋予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但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

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机制以二者的差别为前提，主要表现为理论方法与考察对象之间的外

在结合。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和科学方法，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具体

实际的组成部分，既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象，又是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特

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时不可或缺的民族形式。与之相比，习近平提出的“第二个结合”基于文化灵魂

说，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为前提，推动二者走向有机结合。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

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1］这种高度的契合性具体表现为马克思主

义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和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都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融相通相合。这些论述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精神实质上的内在

一致性和思想内容上的共同性，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问题上实现的重大突破。一方面，它拓展

了中国共产党人理解和认识传统文化的理论视野。从有机结合论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不再是对马克思

主义而言完全异质的东西，其中的优秀成分也不必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滤镜才得以发现。从更为广阔的、

关乎人的自由本质的文化视野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思想智慧与马克思主义都具有与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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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相区别的共性因素［25］，都具有超越其形成背景和经济社会条件的普遍价值。另一方面，它更新了中

国共产党人考察和传承传统文化的基本方法。从有机结合论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不再是运用马克思主

义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批判性研究的被动对象，其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和积极的因素，因而能够作为

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支撑。正如习近平所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1］。

再次，“第二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升为整个政党和民族的普遍自觉。

习近平指出，“第二个结合”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

度［1］。这里指的新高度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自觉性超越了以往。如前所述，

马克思恩格斯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

程中以不同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与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已经初步形成了将二者相结合的理

论自觉。不仅如此，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宣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

鲜明态度，并将其写入党的文件。尽管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党内出现了错误对待传统文化的事件和运动，

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很快在思想文化领域拨乱反正。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和十

八大报告都提到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体现了新时期党对待优秀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

基本立场和态度。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上升为党和民族的普遍自觉。党的十九大把“坚定文化自信”写入大会报告，郑重申明：“中

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

者和弘扬者。”［10］（P35）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坚持“第二个结合”概括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经验和根本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考察调研曲阜孔府、山西云冈

石窟、福建朱熹园、河南殷墟遗址和四川三苏祠等重要文化遗产，在敦煌研究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主持召

开座谈会，与主持编纂大型国学丛书《儒藏》的汤一介教授促膝交谈；多次就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作出重要批示指示，专门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先后出席纪念孔子诞辰

研讨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还带领中央政治局委员就深

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集体学习。在他的示范和引领下，新时代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氛围日益

浓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不断增强。可见，“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主

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已经从革命家和理论家的个体自觉上升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国

家的普遍自觉，从文化领域的指导方针上升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路径。

三、全面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及其时代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末立足世界历史视野，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和命运问题，中国共产党

人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都非常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是，受限于历史语境和理论视

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及其时代意义未能得到充分挖掘。进入新时代，在“第二个结合”的指

引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及其时代意义得到了全面且深入的阐发以及系统且灵活的运用。

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就已经注意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及其时代意义问题。

他们在评论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时集中论述了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及其历史变革，揭

示出中国人民在革命中展现的积极的精神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始终从世界历史的广阔视野研究中国问

题。一方面，他们认为以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技术发明对西方世界乃至整个人类文

明作出了巨大贡献，推动了世界文明进程；另一方面，他们分析了近代中国的保守落后状况，探讨了中国

的未来前景。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必然将中国等东方落后国家卷入世界潮流。在

这一过程中，以小农业和家庭工业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必然被资本主义的先进工业经济所打破，

而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封建专制和保守落后的精神文化进一步加深了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命运。所

以，马克思十分痛惜清王朝的闭关自守和腐朽衰败。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带有作为“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

··23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5 期

物”［26］（P125）的种种不足，但这场运动作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标志着中国人民形成了较强的危机

意识和斗争觉悟。“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本身，似乎表明他们已觉悟

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

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26］（P66）这让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主义之于

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甚至称新中国为“中华共和国”［26］（P134）。

进入20世纪，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需要出发，深入考察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思想智慧及其时代意义。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宣示共产党人革命方略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

东围绕“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所重视的优秀传统文化及

其价值。在他看来，在文化领域，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建设的是文明先进的新中国。这里所称的“文明先

进”，具体而言就是改变因旧文化统治而导致的愚昧落后面貌，建设一种新民主主义文化。它既不同于

自周秦以来始终占据统治地位的封建文化，也区别于近代以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国而形成的殖

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

的大众的文化”［8］（P698，706）。尽管如此，前两种文化并存的态势构成了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历史语

境。所以，要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回答如何认识和对待封建的传统文化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

毛泽东不仅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强调传统的封建文化植根于封建社会生产方式，而且倡导批

判地总结和继承历史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判断历史遗产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的标准，

就是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重要内容的反帝反封建的反抗精神，以及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等特征。由

此出发，毛泽东充分肯定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的进程中所取得的文明成就，颂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

和革命传统，称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8］（P623）。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党的领导人进一步立足新的

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揭示出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邓小平主张“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

展的一个精神动力”［27］（P358），因而要求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教育青年和人民，还“要继续批判和反对

封建主义在党内外思想政治方面的种种残余影响，并继续制定和完善各种符合于社会主义原则的制度

和法律来清除这些影响”［28］（P368）。江泽民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民

族优秀文化传统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不允许搞

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29］（P158）。胡锦涛强调，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举措之一是“弘

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求“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

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30］（P27）。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比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

更全面地阐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及其时代意义。一方面，习近平认识到传统文化在其形

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23］；另一方

面，他更强调通过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来完成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他不仅在治国理

政中吸收借鉴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经验和成功做法，充分阐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精神力

量，推动了文化主体性的构建，而且致力于融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哲学智慧，发展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宝贵经验和成功做法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资源。习近平

强调，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需要充分发挥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今天所具有

的伟大智慧，也需要充分运用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积累的伟大智慧”［31］。这主要是因为今天的中国是由

过去的中国发展而来的，过去的成功经验能够为今天的治国理政提供镜鉴，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创

造了璀璨的文明成就，也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习近平高度重视在新时代的治国理政中吸收借

鉴这些经验和做法。他先后带领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历史上的反腐倡廉”“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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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史上的法治与德治”“中国历史上的吏治”等主题进行集体学习，要求从历史上反腐倡廉、国家治理、

法治德治和吏治的成败得失中吸取经验教训、总结治乱兴衰规律。他指出：“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

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

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31］特别是古代中国在廉政文化建设、协同法治和德治、官吏选拔

和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做法。其中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已经在新时代党的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得到了充分吸收和灵活运用。例如，从夯实党员干部的思想

道德基础抓起，以思想纯洁和道德高尚作为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确保领导干部廉洁从

政；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和道德的教化作用；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要

严把德才标准、坚持公正用人、拓宽用人视野、激励干部队伍积极性［32］。不仅如此，在外交工作和国际交

往中，习近平倡导“正确义利观”，主张义利并举、以义为先，作到义利兼顾，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

义；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追溯到中华民族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

优秀传统文化［33］。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精神力量是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有力支柱。“任何文化要立

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文化主体性标识着一个

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自信程度，反映了一个民族发展自身文化的根本立场和出发点。在习近

平看来，“第二个结合”是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的重要途径。只有从“第二个结合”出发，才能挖掘

出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积极因素，特别是其中的精神力量，进而为文化主体性提供坚强支撑。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看待中华民族历史，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凝练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倡导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

价值”［34］，以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增强其凝聚力和感召力，而且高度重视考古和历史研究，

由此深入开掘传统文化蕴含的蓬勃力量。习近平先后带领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和

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集体学习，他充分肯定考古和历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强调考古和历史研究工

作以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大社会政治意义，要求将这些研究与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特质和形态等

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进而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更好地发挥以史育人、以文化

人作用。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进一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重要元素出发，凝练出中

华文明的若干突出特性。他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社会理想、治理思想、大一统传统、精神追求、

经济伦理、生态理念、哲学思想、思维方法和交往之道等积极因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

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1］。如果说这九个方面全面、系统地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积

极因素，那么，奠基其上的四大特性则准确、生动地把握了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的丰富内涵。其中，中

华文明的连续性证明其回应挑战、开创新局面的旺盛生命力，创新性证明其革故鼎新、敢于接受新事物

的无畏品格，统一性证明其融合各民族文化、维系国土完整和文化传承的共同信念，包容性证明其整合

多元文化、广泛凝聚共识的广阔胸怀，和平性证明其追求和平、崇尚和睦、倡导和谐的交往理念。

再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哲学智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思想来源。

在如何科学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习近平反复强调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他

说：“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

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

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35］（P57）正是通过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哲学智慧被改造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理论来源。其中，中国传统哲学关于“天人合一”关系的宇宙观和生态智慧被改造为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生态文明理念。习近平指出：“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从改变自然、征服自然转向调整人的行为、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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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人的错误行为。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不要试图征服老天爷。”［36］（P24）他还说：“山水林田

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形象地讲，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

在树。金木水火土，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循环不已。”［36］（P55）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法

思想则被改造为习近平的方法论。他多次引用清末举人陈澹然《迁都建藩议》中的名句“不谋全局者，不

足谋一域”，要求人们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有从全局、长远和大势的角度考虑和解决问题的战略思维；多次

引用《易经》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以及“凡益之道，与时偕行”等名句，希望人们能够具备解放思

想、突破束缚、与时俱进的创新思维；还大量引用体现古代中国辩证法智慧的名句和典故，批评讽刺形而

上学的思维方式，阐发以矛盾观点为核心的辩证思维。此外，习近平还吸收改造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

观特别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以及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形成

了新时代的人民主体论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37］（P81）。

总之，从理论上看，文化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

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在形成和发展特别是世界化民族化的过程中必然面临的难题。作为推动马克思主

义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升华，“第二个结合”把中国经验提升为理论命题，在基

础、方式和效应等方面实现了重要的突破，具有鲜明的思想解放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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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econd Integration" 
In Emancipating the Mind

Zhou Ke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emancipatory significance of the "second integration" cannot be sep‐

ar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ulture as soul, the "second inte‐

gration" has enriched and developed the concept of culture in Marx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life, sig‐

nificance and spiritual dimension. The "second integration" has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organic combina‐

tion between Marxism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second integration" is to integrate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elevating the integration to a common awareness of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nation, and vigorously advancing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the two. With the guidance of the 

"second integration", the wisdom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been 

comprehensively expounded; its experience and effective practices, cultural strength and philosophical wis‐

dom have been transformed into the important ideological resources for national governance in New Era, a 

crucial pillar to consolidate cultural subjectivity and important philosophical sources for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Key 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Second Integration"; emancipat‐

ing the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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